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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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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的潜在类别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晚期癌症患者462例,使用

一般资料调查表、安宁疗护态度量表和死亡焦虑量表进行调查,利用潜在剖面分析识别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的潜在类别;
采用无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死亡焦虑和一般人口学变量对安宁疗护态度潜在类别的影响。结果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

分为4个潜在类别:低认知低行为组(10.8%)、高压力组(18.4%)、低情绪负担组(51.1%)和态度积极组(19.7%)。回归分析显

示:死亡焦虑是晚期癌症患者高压力组的预测因素(OR=0.764);农民相对其他职业更容易出现在低认知低行为组(OR=
1.332)、事业单位/公务员相对其他职业更容易出现高压力状态(OR=1.427)、月收入<5

 

000元(OR=2.412~5.687)和接受过

癌症手术(OR=0.764)是低情绪负担组的预测因素(均P<0.05)。结论
 

晚期癌症患者对安宁疗护的态度存在群体异质性,死亡

焦虑处于高水平状态;死亡焦虑对安宁疗护态度高压力组具有特异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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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atent
 

categ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462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were
 

selec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surveyed
 

by
 

the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s
 

Scale,
 

and
 

Templer'
 

Death
 

Anxiety
 

Scale.
 

Latent
 

profile
 

ana-
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s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Disordere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eath
 

anxiety
 

and
 

general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latent
 

categories
 

of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s.
 

Results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latent
 

categories:
 

low
 

cognition
 

and
 

low
 

behavior
 

group
 

(10.8%),
 

high
 

stress
 

group
 

(18.4%),
 

low
 

emotional
 

burden
 

group
 

(51.1%),
 

and
 

positive
 

attitude
 

group
 

(19.7%).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death
 

anxiety
 

was
 

a
 

predictive
 

factor
 

for
 

the
 

high
 

stress
 

group
 

in
 

pa-
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OR=0.764).
 

Farme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n
 

the
 

low
 

cognition
 

and
 

low
 

behavior
 

group
 

compared
 

to
 

other
 

occupations
 

(OR=1.332),
 

while
 

individuals
 

working
 

in
 

government
 

agencies/civil
 

service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high
 

stress
 

compared
 

to
 

other
 

occupations
 

(OR=1.427).
 

Monthly
 

income
 

<5,
 

000
 

(OR=2.412-5.687)
 

and
 

having
 

undergone
 

cancer
 

surgery
 

(OR=0.764)
 

were
 

predictive
 

factors
 

for
 

the
 

low
 

emotional
 

burden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exhibit
 

heterogeneity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palliative
 

care,
 

and
 

death
 

anxiety
 

is
 

at
 

a
 

high
 

level.
 

Death
 

anxiety
 

has
 

a
 

specific
 

impact
 

on
 

the
 

high
 

stress
 

group
 

in
 

terms
 

of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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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疗护是多学科联合针对肿瘤晚期患者的一

种支持性疗法,已被众多研究证明对癌症患者及其家

人的身心痛苦具有预防和减轻作用[1-3]。世界卫生组

织倡导各国大力开展安宁疗护,由于人们对安宁疗护

所持有的不良认知及消极态度导致患者及家属愿意

主动接受安宁疗护的人数较少[4-6],故加强对患者安

宁疗护态度的评估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具有重要价

值。安宁疗护态度受到性别、人种、受教育程度、认知

等众多因素影响[4,7],以往对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

态度的研究多以“变量为中心”[8-9],未考虑个体间的

差异。另有研究表明,焦虑影响癌症患者的安宁疗护

态度[10-11]。死亡焦虑是癌症相关焦虑的重要组成部

分[12]。死亡焦虑是指个体因意识到死亡或面对临终

而感到不安、忧虑和害怕的状态,是反映癌症患者的

心理状态的敏感指标之一。据 Meta分析显示癌症患

者中死亡焦虑发生率较高[13-14]。高死亡焦虑与安宁

疗护的消极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5-16]。因此,
本研究基于团队前期汉化的安宁疗护态度量表(Pal-
liative

 

Care
 

Attitudes
 

Scale,PCAS-9)[9],利用潜在剖

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探索患者安

宁疗护态度的潜在类别,并厘清安宁疗护不同态度类

别的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开展安宁疗护相关健康教

育,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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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采用便

利抽样法选取新乡市中心医院3个肿瘤内科的晚期

癌症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经临床

病理学诊断为癌症,TNM 分期为Ⅲ或Ⅳ期;②能够

理解并自愿完成所有测评,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①意识不清,交流困难;②正在参与其他调查

或干预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要求样本是自变量个数的10~20倍,本研究的自变

量个数是18个,考虑20%无效问卷,确定样本量为

225~450。本研究实际纳入462例晚期癌症患者,
男211例,女251例;年龄18~88(61.70±11.57)
岁;在婚431例,不在婚(未婚、离异、丧偶)31例;汉
族455例,少数民族7例;无宗教信仰447例,有宗

教信仰15例;医疗费用类型为农村合作医疗359
例,城镇职工医保71例,自费32例。癌症类型:肺
癌124例,肝癌24例,胃癌49例,结直肠癌43例,
乳腺癌75例,其他147例。疾病知晓度程度:不了

解50例,有一点了解84例,基本了解164例,完全

了解164例。本 研 究 通 过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核 批 准

(XYLL-2020B008)。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根据既往

研究中影响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的影响因素自编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
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月收入、医保费用

类型、癌症类型、是否经过癌症相关手术、疾病知晓

度、安宁疗护了解程度。②安宁疗护态度量表(Pal-
liative

 

Care
 

Attitudes
 

Scale,
 

PCAS-9)。该 量 表 由

Perry等[8]2020年编制,由刘凯莉等[9]2022年汉化,
用于测量癌症患者对安宁疗护的态度。该量表包括

9个条目3个维度,分别是情绪维度、认知维度和行

为维度。其中情绪维度反向计分,采用6级评分,从
“一点也没有压力”1~“极度压力到崩溃”6分进行

评分。认知和行为维度均无反向计分条目,采用7
级评分,从“肯定不会”1~“肯定会”7分进行评分。
将各条目分值相加即可得出各维度分和总分,分值

越高说明对安宁疗护态度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3。③死 亡 焦 虑 量 表

(Templer's
 

Death
 

Anxiety
 

Scale,
 

T-DAS)。该量表

由Templer[17]编制,2012年由杨红等[18]汉化调适。
由15个条目组成,采用二分类(是=0,非=1)作答,
9个条目为正向计分,6个条目(2、3、5、6、7、15)为
反向计分。总分0~15分,总分越高则表示患者的

死亡焦虑越严重,总分≥7分即被认为是处于死亡

焦虑高水平状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835。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使用纸质版问卷收集数

据。研究团队在发放问卷前征求所在医院相关负责

人及患者同意,使用统一指导语对符合纳入排除标

准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在患者病情平稳

时进行,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并及时检查,如有明显

填写错误或漏项,请患者修改补充后收回。共发放

调查问卷518份,回收问卷484份,剔除规律性作答

或答案明显逻辑错误问卷2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89.2%。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

行录入及变量的描述分析,使用 Mplus7.0软件对安

宁疗护态度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模型的适配检验指

标包括艾凯克信息准 则(AIC)、贝 叶 斯 信 息 准 则

(BIC)、校正BIC(aBIC)、似然比检验(LMR)和基于

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和Entropy。其中

AIC、BIC、aBIC数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LMR、BL-
RT的P 值达到显著水平,表明k个类别的模型显著

优于k-1个类别的模型,Entropy值代表模型分类

的精确性,值越大代表模型的拟合越好,一般要求

Entropy值在0.7以上,另外还需结合分类的实际意

义来确定最终潜在类别数。采用
 

χ2 检验、Fisher确

切概率法和方差分析确定各潜在类别在相关变量上

的差异,无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潜在类别的

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

法,将所有的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大于1
的特征值因子有13个,第一个主成因解释的变异量

为18.054%,低于临界值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和死亡焦虑评分及

相关系数 见表1。
表1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和死亡

焦虑评分及相关系数(n=462)

项目
评分

(􀭺x±s)
相关系数

安宁疗护态度 情绪 认知 行为

安宁疗护态度 42.47±7.72
情绪 15.09±2.75 0.578**

认知 14.32±3.40 0.843** 0.255**

行为 13.06±3.84 0.851** 0.220* 0.626**

死亡焦虑 8.60±3.79 0.278* 0.511** 0.150* 0.060

  注:*P<0.05,**P<0.001。

2.3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的潜在剖面分

析 基于LPA各统计指标,安宁疗护态度的拟合

结果详见表2。由结果可见AIC,BIC,aBIC值随着

分类的不断增加而逐渐降低,但只有在3分类和4
分类 时 LMR和 BLRT检 验 达 到 显 著 水 平(P<
0.05),可见3分类模型优于2分类模型、4分类模

型优于3分类模型,故本研究最终选择4类别为最

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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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晚期癌症安宁疗护态度的潜在模型拟合指标

模型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P) BLRT(P) 类别概率

1 13
 

465.468 13
 

539.908 13
 

482.781
2 12

 

633.530 12
 

749.326 12
 

660.461 0.776 0.550 <0.001 0.527/0.473
3 12

 

098.745 12
 

255.896 12
 

135.295 0.909 0.010 <0.001 0.155/0.650/0.195
4 11

 

761.793 11
 

960.300 11
 

807.961 0.905 0.030 <0.001 0.108/0.184/0.511/0.197
5 11

 

527.625 11
 

767.488 11
 

583.412 0.923 0.130 <0.001 0.019/0.103/0.183/0.186/0.509

2.4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各潜在类别的特点

 安宁疗护态度的4个潜在类别剖面图,见图1。C1
 

50例(10.8%),在认知和行为维度得分最低,故命名

为低认知低行为组;
 

C2
 

85例(18.4%),在情绪维度

得分最低(反向计分),且情绪维度主要是了解患者对

安宁疗护咨询的压力感受,故命名为高压力组;C3
 

236例(51.1%),在情绪维度第3个条目相较其他三

组得分最高,且第3个条目是针对晚期癌症患者在聊

及悲伤、害怕或愤怒等负性情绪咨询时所能感受的情

绪压 力,故 该 组 命 名 为 低 情 绪 负 担 组;C4
 

91 例

(19.7%),在情绪、认知和行为维度得分总体最高,故
命名为态度积极组。

图1 安宁疗护态度的4个潜在类别剖面图

2.5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潜在类别不同维度

评分比较 见表3。
表3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潜在类别

不同维度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情绪 认知 行为

低认知低行为组 50 14.80±3.15 9.82±3.30 5.92±2.50
高压力组 85 11.22±1.8012.56±2.0511.51±2.19
低情绪负担组 236 16.29±1.5114.19±2.0813.23±1.76
态度积极组 91 15.75±2.4318.76±2.0317.98±2.08
F 189.222 257.710 300.019
P <0.001 <0.001 <0.001

两两比较
C2<C1<
C4<C3

C1<C2<
C3<C4

C1<C2<
C3<C4

  注:两两比较,均P<0.001。

2.6 不同类别安宁疗护态度的晚期癌症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 不同类别安宁疗护态度的晚期癌症患者的

年龄、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医疗费用类

型、癌症类型、疾病知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4。
2.7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潜在类别影响因素

的无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

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安宁疗护态度的4个

潜在类别(以态度积极组为参照设置哑变量)为因变

量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平行性检验χ2=
55.474,P<0.001,平行性检验未满足,应采用无序多

元logistic回 归。似 然 比 检 验 χ2=132.611,P<
0.001,说明模型拟合良好。结果死亡焦虑(原值)、职
业(以其他为参照)、月收入(以>5

 

000元为参照)、是
否接受过癌症手术(否=1,是=2)进入回归方程,见
表5。

3 讨论

3.1 晚期癌症患者对安宁疗护态度存在群体异质性

 2022年《“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强调:安宁疗护是

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要稳步扩大安宁

疗护试点。尽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安宁疗护发展,但
因为开展较晚等原因,导致公众对安宁疗护的整体认

知还处于低水平状态[19]。在本研究中,晚期癌症患者

谈及安宁疗护时态度积极组仅占19.7%,相对积极的

低情绪负担组占51.1%,虽然总体70.8%的积极比

例与Cheng等[20]75.3%癌症患者持积极态度的结果

类似,但本研究运用信效度良好的患者自评态度评估

量表,内容聚焦在对安宁疗护咨询时感受到的压力,
对其价值意义的认知评价及参与意愿的态度评价更

为具体。本研究还显示29.2%的患者对安宁疗护持

有消极的态度,表现为18.4%患者对谈及安宁疗护相

关话题倍感压力,10.8%的患者不认可安宁疗护的价

值与意义。识别晚期癌症患者对安宁疗护态度上的

异质性有助于精准靶向改善患者的安宁疗护态度。
①本研究中低情绪负担组占半数以上,该组患者在情

感上是除态度积极组外最愿意接受安宁疗护咨询的

人群,是安宁疗护最具潜力的受益人群,但此组在认

知和行为维度得分低于态度积极组,说明此组人群情

感-认知与行为尚存在不一致,对于此类潜力人群应将

重点放至安宁疗护宣教[21]和医护共享决策实施[22],
可通过以患者为导向的癌症教育材料宣教、动态评估

癌症患者信息及时提供个性化支持来实现,如经历者

经验分享、微视频和教育小图册宣教、医护主动寻求

患者态度等形式促进对安宁疗护的了解和利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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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的患者属于低认知低行为组,该组患者对安宁

疗护的了解程度最低,应属于安宁疗护干预的重点关

注对象。悲观的认知会导致人们怀疑并回避安宁疗

护的潜在益处[11],故针对此类人群应首先改善其对安

宁疗护的不良认知,安宁疗护相关人员可以采用正

念、情感预测等方式促进癌症患者重新审视自我、改
变不良认知,促进健康诊疗决策的选择[23-24]。③高压

力组占18.4%,该类患者对接受安宁疗护咨询的压力

最大,针对此组特征,未来对其干预的重点应放到压

力应对方面,明确压力背后的认知特点,教授压力管

理技巧、提高情绪调节能力,缓解患者的心理负担,改
善其 对 安 宁 疗 护 的 态 度[25]。④态 度 积 极 组 占 比

19.7%,说明仅有1/5的晚期癌症患者可以从情绪、
认知和行为层面均最认可安宁疗护咨询服务,该类患

者是最具潜力的安宁疗护服务对象,有望成为安宁疗

护示范服务优选对象,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表4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潜在剖面的不同特征分析 例(%)/􀭺x±s

项目 例数
低认知低行为组

(n=50)
高压力组

(n=85)
低情绪负担组

(n=236)
态度积极组

(n=91)
χ2/F P

受教育程度 13.365 0.038
 初中及以下 325 38(11.7) 56(17.2) 179(55.1) 52(16.0)
 高中及大专 122 11(9.0) 26(21.3) 52(42.6) 33(27.1)
 本科及以上 15 1(6.7) 3(20.0)  5(33.3) 6(40.0)
职业 20.191 0.003
 农民 222 19(8.6) 39(17.6) 131(59.0) 33(14.8)
 事业单位/公务员 141 16(11.3) 20(14.2) 67(47.5) 38(27.0)
 其他 99 15(15.1) 26(26.3) 38(38.4) 20(20.2)
居住地 10.569 0.014
 城镇 226 26(11.5) 42(18.6) 101(44.7) 57(25.2)
 农村 236 24(10.2) 43(18.2) 135(57.2) 34(14.4)
月收入(元) 19.072 <0.001
 <1

 

000 196 20(10.2) 27(13.8) 124(63.3) 25(12.7)
 1

 

000~<3
 

000 177 17(9.6) 42(23.7) 74(41.8) 44(24.9)
 3

 

000~<5
 

000 67 10(14.9) 13(19.4) 32(47.8) 12(17.9)
 ≥5

 

000 22 3(13.6) 3(13.6)  6(27.3) 10(45.5)
经过癌症手术 8.436 0.038
 是 225 23(10.2) 39(17.3) 129(57.4) 34(15.1)
 否 237 27(11.4) 46(19.4) 107(45.1) 57(24.1)
安宁疗护了解程度 13.561 0.035
 从未了解 406 47(11.6) 73(18.0) 211(52.0) 75(18.4)
 有一点了解 40 1(2.5) 6(15.0) 22(55.0) 11(27.5)
 非常了解 16 2(12.5) 6(37.5)  3(18.8) 5(31.2)
死亡焦虑 462 8.64±4.04 5.70±2.95 9.42±3.59 9.12±3.60 63.703 <0.001

表5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潜在剖面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低认知低行为组

P OR 95%CI
高压力组

P OR 95%CI
低情绪负担组

P OR 95%CI
职业

 农民 0.0491.332 1.100~1.600 0.8470.898 0.300~2.687 0.6560.919 0.368~2.292
 事业单位/公务员 0.4020.668 0.260~1.716 0.0491.427 1.178~5.223 0.7851.106 0.537~2.278
月收入(元)
 <1

 

000 0.4991.776 0.336~9.378 0.3742.158 0.485~11.504 0.0085.687 1.038~6.211
 1

 

000~<3
 

000 0.8810.887 0.186~4.234 0.3162.254 0.698~13.002 0.0412.412 1.406~5.930
 3

 

000~<5
 

000 0.2572.590 0.500~3.341 0.0793.919 0.826~18.597 0.0224.693 1.613~5.327
接受过手术 0.5111.275 0.617~2.634 0.2911.423 0.739~2.739 0.0200.829 0.001~0.962
死亡焦虑 0.4410.961 0.870~1.062 <0.0010.764 0.697~0.838 0.6911.015 0.945~1.090

  本研究还发现87.9%晚期癌症患者不了解安宁

疗护,这与Stal等[7]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这表明在

不同文化背景下,安宁疗护的发展和完善均具有一定

阻力。我国癌症新增数量已居世界第一、癌症病死率

远超美国和英国[26],安宁疗护服务作为“善终”的重要

手段,建设和推行安宁疗护既能体现人文关怀,又是

民之福策,发展安宁疗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据报

道我国安宁疗护发展存在缺少政策支持、服务项目不

统一、实施路径不规范、区域发展不均衡、社会参与不

积极等问题[19,27],故基于国情的晚期癌症患者的安宁

疗护服务模式仍需不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普惠性安

宁疗护事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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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学因素对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类别

的影响 分析显示,职业、月收入、是否接受过癌症手

术是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不同潜在类别的影

响因素。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和对安宁疗护的了解程

度对安宁疗护态度无影响,这与罗明琴的研究结果不

一致[28]。①本研究中与“其他工作”相比,农民更容易

归属于低认知低行为组,这与孙佳乐等[29]在老年群体

中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农民文化程度相

对较低,缺乏获取安宁疗护信息的途径,担心安宁疗

护产生的医疗费用,对安宁疗护了解不足更容易呈现

低认知低行为状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更容易归属于

高压力组,可能原因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相较其他行

业人员综合素质更高,虽然知晓安宁疗护的益处,但
也明白安宁疗护无法逆转生命,故感受到的压力较

大。分析显示月收入是低情绪负担组的危险因素。
经济条件一直是影响安宁疗护态度的主要因素,相对

于高于5
 

000元月收入的晚期癌症患者,低于5
 

000
元的月收入者更容易发展成低情绪负担状态。因为

经济条件较好者相对独立,具备购买和使用安宁疗护

服务的能力,故对安宁疗护持积极态度的可能性更

大[30]。②接受过癌症手术治疗的患者也更不容易归

属至低情绪负担组,这可能与术中全麻体验有关。质

性研究发现经历过全麻的患者会体验到不同程度的

呼吸困难、疼痛等不悦症状[31],历经手术全麻的晚期

癌症患者可能对改善舒适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对待

安宁疗护也会更加谨慎。但同时癌症、手术、不悦的

麻醉体验会造成多重应激创伤,可能造成晚期癌症患

者对待死亡更加恐惧,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本研究中该

组患者死亡焦虑分数最高。
3.3 死亡焦虑对高压力组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

度的影响 本研究中死亡焦虑特异性影响高压力组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态度,是高压力组的保护性因

素,说明死亡焦虑越高,对安宁疗护咨询在情感上越

容易接受,这与伴有焦虑的癌症转移患者对安宁疗护

的利用更多结果相一致[32]。癌症相关焦虑整合模型

认为恐惧死亡和不确定感会导致癌症患者产生焦虑,
这种癌症相关焦虑会促发个体启动两方面的应对。
一方面是过度防御控制,患者会出现否认、回避、病理

性反刍、警觉增加等反应,从而加重焦虑。另一方面,
存在癌症相关焦虑的患者也会通过接受不确定的现

况、改变认知或主动寻求帮助等来启动有效应对[12],
根据该模型,晚期癌症患者可能会将愿意接受安宁疗

护咨询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来启动,所以患者死亡焦

虑越高越愿意在情感上接受安宁疗护。死亡焦虑作

为一种面临死亡威胁,机体自发启动的防御机制所产

生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状态,精神病专业常

用死亡提醒
 

(Mortality
 

Salience,MS)将其操作具体

化[33]。研究表明,接受死亡提醒不会影响癌症患者的

各项生理指标,反倒会触发更多的积极情绪和个体的

内在成长[34]。评估死亡焦虑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接

受安宁疗护门诊治疗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35]。本

研究得出适当的死亡焦虑可以促进晚期癌症患者对

安宁疗护的咨询和利用,与Hong等[36]认为适度的死

亡焦虑可以唤起个体的生命意义和促进参加积极活

动的观点一致。但与原假设不一致,原因可能与晚期

癌症患者自知濒临死亡,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和心

理压力,而安宁疗护咨询能有效减少癌症患者的不良

心理症状[37],所以在情感上也更愿意接受安宁疗护咨

询。其次可能与死亡焦虑具有文化差异性有关,本研

究中晚期癌症患者的死亡焦虑得分是8.60分,处于

高水平状态,高于欧美国家平均水平(欧洲是6.47
分、北美是5.57分)[36],也高于中国背景下死亡焦虑

平均分(7.72分)[38],这些结果表明中国晚期癌症患

者的死亡焦虑更加严重,说明晚期癌症患者历经癌症

治疗,自知生命无法逆转,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并促进

了其对“善终”的渴望。

4 结论
本研究从晚期癌症患者视角分析其对安宁疗护

在情感、认知与行为上的差异。使用以个体为中心的

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安宁疗护态度的不同分类,明
确死亡焦虑在高压力组中的特异性作用,可以为根据

晚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的不同态度类型采取针对性

精准干预提供依据。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采用便

利抽样法,样本均来自同一家医院,样本代表性欠佳,
未来可扩大研究范围和样本代表性,提高研究结果的

推广性。其次,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无法验证变量

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揭示态度的不同潜在分类与死亡

焦虑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需要设计纵向研究来探究

随着病情改变,个体死亡焦虑的动态变化对不同安宁

疗护态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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